
略论川东地区的巴国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主要活动在长江干流、嘉陵江流域和汉水中上游地区，历史
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显示，巴国的活动范围有从汉水流域向长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扩
张的趋势，但汉水流域依旧是其重要的活动范围。这样的活动范围在多山的川东地区势必会
影响其国家形态，相关的材料显示，这一时期，以嘉陵江流域的“賨族”和长江干流的“巴
族”为代表的不同民族结成了部落联盟式的国家，这也反映了早期中国多样化的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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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处我国的西南部，古代称为“巴蜀”，
巴与蜀既是地域名称，亦是民族和国家名称。秦
代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分别设立蜀郡和巴郡。
1940年代，成都出土了一批地域特色鲜明的青
铜器（主要包括釜、剑、钺、矛），当时的部分
学者以此将其命名为巴蜀文化，70 多年以来，
巴文化的研究在历史与考古方面成绩显著，但相

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来说，则显得还相

当薄弱，一些重大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巴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活动范围和文化内涵有何变化？巴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国家形态？巴为何不断对外战

争并不断的迁徙？巴是如何从帝国的边缘被纳入

帝国之中？廪君的传说是否属实？其与賨到底是

何种关系等等。在众多的问题中之中，“巴的活
动范围”和“国家形态”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问
题。解决这两大问题，对推动巴文化的深入研究

陈卫东 周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一 本文的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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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
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只能利用文献和

考古材料较为丰富的区域，故此我们将研究的视

角放在川东这一区域。这一区域在行政区划上大
致包括四川的广元、巴中、达州、广安、南充五
地市和绵阳地区的一部分以及重庆地区（图一）。
从地理位置上看，该区域地处川西平原和汉水流

域之间，主要为山区丘陵区，长江和嘉陵江及其

支流渠江、涪江流经该区域，各流域与山体之间
往往分布着诸多一级阶地或台地 （当地俗称

“坝”），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这些阶
地上。这一区域不仅历史文献材料相对较为丰
富，而且地下文物资源极其丰富。特别是 1999
年以来，川东地区经过数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

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对于完善川东北地区巴的

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巴的

活动范围和国家形态提供了新的材料。
同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这一区域的巴文

化主要以“春秋战国时期至汉初”为主，春秋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但是像巴

国这样基本由战争构成的历史极其罕见。鉴于
此，我们将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出土文献和考
古材料来略论川东地区的古代巴国。不足之处，
望方家斧正。

一 活动范围

“巴”既是民族和国家名称，又是地域名称，
巴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活动范围。
本文所涉及的“巴”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巴国。这
一时期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相对较为丰富，这也

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其活动范围的基础。但历史文
献与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并不一致，因此，有必

要从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三方面重新
进行梳理。

（一） 文献记载中的巴

历史文献中关于“巴”的历史只言片语，因
其与“楚”“秦”的邻近关系，我们可通过这两
国的相关史料，简单的梳理春秋战国时期巴的活

动范围。

春秋时期，巴与楚的关系密切，时敌时友。
最早关于巴国的记载，见于 《春秋左传》 中。
《左传》桓公九年：“（前 703年） 巴子使韩服告
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

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楚师斗廉帅师
及巴师围鄾……邓师大败，鄾人宵遁。”［1］《左
传》 庄公十八年：“（前 676年） 及文王即位，
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

之，遂门于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
败于津。” ［2］《左传》 文公十六年：“（前 611
年） 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楚伐庸，
……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
庸。” ［3］《左传》 哀公十八年：“（前 477 年）
巴人伐楚，围鄾，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
师于鄾。”［4］这四处记载中所涉及的那处在今湖
北荆门县，津在江陵县，鄾在襄阳县，庸在竹

山县，这些地方均处于从江陵至襄阳的汉水流

域，似乎说明春秋时期汉水流域是巴人主要活动

区域。
到了战国时期，巴国的政治中心已经似乎转

移到今重庆地区，势力范围遍布四川盆地的东部

和周边地区，《华阳国志·巴志》中载巴的地域
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
黔涪”。［5］“鱼复”即今之重庆奉节，“僰道”
即今之宜宾，“汉中”即今陕南汉中盆地，“黔
涪”即今彭水、酉阳一带。这一时期巴依旧与东
面的楚时战时和，《华阳国志·巴志》：“巴楚数
相攻伐”。 ［6］《战国策·燕策》：“楚得枳而国
亡”。 ［7］并被迫不断迁都， 《益部耆旧传》：
“巴为楚所逼，避居阆中”；［8］《华阳国志·巴
志》：“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
阆中”。［9］从上述的文献记载来看，巴因受到楚
的打击压迫，从汉水流域开始向长江流域和嘉陵

江流域迁徙。
巴的不断西迁必然与川西的蜀发生关系，故

在战国中晚期，巴蜀战争变得频繁， 《华阳国
志·巴志》：“巴蜀世战争”，并直接导致了巴蜀
的灭亡，《华阳国志·巴志》：“周慎王五年（前
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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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与巴有关的青铜兵器 ［16］

1.河南固始出土铜剑 2.荆州征集的铜剑 3.罗家坝 M33出土
铜戈 4.荆州征集的“大武”戈

秦，秦惠文王遣司马错伐蜀，灭之，并取苴及

巴，执王以归”。［10］至此以后整个巴蜀领地成为
秦国统一六国的大后方。

（二） 出土文献中的巴

上述是历史文献中关于巴的记载，而出土文

献也显示这一时期巴与楚之间的关系。李学勤曾
基于包山楚简中的“郙”的记载，将“郙”考证
为“巴”。这一认识对我们了解汉水上游地区的
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包山楚简”中关于
“郙”的记载主要见于 226、228、230、232、234、
236、239、243、244、247、249等简中的“大司
马悼滑将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和简267、牍 1
中的“大司马悼滑救郙之岁”记载，这些记载表
明公元前 316年楚国曾出兵救巴。［11］

除了楚出兵救郙（巴） 的楚简以外，还出现

了与“郙客”有关的楚简。如曾侯乙简卷首的
“大莫敖阳为适豧 （巴） 之春，八月庚申，冑
□执事人书入车。”则是公元前 433年，战国早
期的郙客事宜。［12］同时望山楚简卜筮简 5“郙
客困刍昏耳（问） 王于郢之岁”，简 7“郙客困刍
昏耳（问） 王于栽郢之岁，刑尸之月，癸未之日”，
简 8“郙客困刍昏耳（问） 王于栽郢之岁，爨月，
癸丑（之日）”等，刘信芳认为望山楚简纪年简
中的“郙客困刍”之年为公元前 331年。［13］而
包山楚简 145“郙客望于菐”，说的是公元前 316

年郙客事宜。这也就是说在战国中期，郙（巴）
国依旧存在。
部分铜戈上的文字可能亦与巴人有关，目前

所见的这类器物有 2件，包括湖北荆门出土的战
国晚期的“大武”铜戈［14］和河南固始县出土的战
国早期“郙王□自作承锃”的铜剑（图二）。［15］

其中“大武”铜戈与冬笋坝、涪陵小田溪 M9出
土的铜戈较为接近，与此戈伴出的还有一件典型

的战国中晚期的巴蜀式铜剑，说明其可能为巴人

墓葬。河南固始县出土的郙王铜剑，与其伴出的
还有铜矛、铜戈和陶方豆等器物，与楚墓出土的
器物较为相似，应是受楚文化影响较深的巴人墓

葬。这些器物大部分出土于汉水中上游的楚墓或
巴蜀墓葬［17］中，这也说明汉水中上游地区在战

国时期依旧存在着众多的巴人。
（三） 考古视野中的巴

上述我们从文献的角度看到巴国的活动范围

主要集中在汉水流域、长江干流和嘉陵江流域。
那么考古学文化上是否有所反映？很遗憾，目前

我们还没有在汉水流域确认与春秋战国时期巴国

相关的遗存，这一方面反映了该区域楚化程度很

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考古学文化在物质文化层

面上尚无法区分出该区域的巴文化。但是战国时
期的遗存却在长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发现较多。
长江流域目前发现的与巴国有关的遗存主要是墓

地，包括云阳李家坝、［18］开县余家坝、［19］

巫山秀峰、［20］万州大坪、［21］忠县崖脚、［22］

万州中坝子、［23］涪陵小田溪等，［24］这些墓
葬均受楚文化影响较深，而嘉陵江流域目

前发现的与巴国相关的遗存主要包括宣汉

罗家坝、［25］渠县城坝、［26］北碚庙嘴，［27］则
表现出较强的巴文化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时期，

巴人主要活动于汉水中上游地区，战国以

来，其主要活动于长江干流及其嘉陵江流

域，但是汉水上游地区依旧是其主要的活

动地点之一，虽然从考古学文化上我们尚

不能完全区分出汉水上游地区的巴人墓

葬，但是出土文献揭示出战国时期这一区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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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仍有大量的巴人活动。结合文献材料和考古材
料，我们认为嘉陵江流域在战国时期一直秉承着

巴人的传统（如墓葬中随葬大量的圜底罐和巴蜀

式兵器、生产生活用具）。而长江干流区域的巴人
则受楚文化影响较深（如大量的陶器与楚墓基本

相似，青铜兵器却以巴蜀文化为主），这也印证了

史书上“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28］的
记载。而汉水上游地区的巴人可能在这一时期已
完全楚化，可能与史书上所说的姬姓之巴［29］有关

（图三）。

图三 春秋战国时期巴的活动范围

1.嘉陵江流域 2.长江干流 3.汉水中上游地区

二 巴的国家形态

弄清了巴的活动范围，接下来我们关注巴的

国家形态，而要弄清巴的国家形态，首先应该明

确巴是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关于国家的
定义很多，相对于其他的定义，马克思·韦伯关
于国家的定义，更浅显易懂，亦被更多的学者接

受。他将国家定义为“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合
法垄断武力使用权的组织”，［30］对此，英国学者安
东尼·吉登斯进一步指出韦伯的定义凸显出国家
的“领土权”和“合法暴力”的两大特征。［31］我
们就依据这两大特征，对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国

家进行讨论。
关于领土权，《华阳国志·巴志》中载巴的

地域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
南极黔涪”。［32］虽然在巴的历史上，巴国的领土范
围不断的变化，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巴的管辖范围

主要集中在嘉陵江、长江干流和汉水中上游地
区，因此从“领土权”这一方面考察，巴在春秋
战国时期具有固定的领土。

接下来我们再看国家构成的另一个主要因

素———合法暴力，这一因素可以通过历史文献
和考古发掘两方面来反映。上述在论述巴的对
外战争中已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巴国

存在着军队。同时巴国的军队不仅对外作战，
对内也进行了镇压。《华阳国志·巴志》：“周之
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

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 ［33］就
是巴国请楚国军队镇压国内叛乱的证据。而从
考古发掘来看，分布于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区域

的巴人墓葬，大部分随葬有青铜兵器 （主要包

括戈、剑、矛），也说明了其全民皆兵。因此，
从合法暴力的角度来看，巴国存在着对内镇压、
对外战争的军队。
从上述对于国家的定义来看，巴应是一个完

整意义上的国家。那么巴国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
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虽然殷墟甲
骨文中的“巴方”，但它到底是一个族群还是一
个国家，我们知之甚少。西周时期，虽然有零星
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但尚未发现与巴国有关

略论川东地区的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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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遗存，因此对商周时期的巴国，不仅文献

资料匮乏，考古材料亦很少，在这种情况，我们

很难探讨商周时期的巴国。春秋战国时期情况会
好一些，虽然巴国的材料夹杂在《左传》等历史
文献之中，但是通过梳理战国及其以后的文献材

料，我们大致能够了解其国家形态，同时出土文

献和考古材料为进一步的了解巴国提供了实物资

料，这样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的国家形态就有了分

析基础。
本文所说的国家形态是指国家的对外表现形

式。古往今来的国家，在形态上是各异的，就国
家的规模及其结构来讲，有幅员辽阔的泱泱大

国，也有方五六十里的蕞尔小国；有各部分完全

听命于中央的集权国家，也有地方各自为政的松

散联邦。造成国家在形态上的种种差异，是基于
各民族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获取生活
资料的生产方式、自然地理条件、民族的传统心
理因素、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像等等方面的
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34］ 那么巴
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我们可从以下几方

面来分析。
（一） 特殊的地理环境

川东地区主要地貌特征为平行岭谷，是典型

的褶皱山区，以背斜成山，向斜成谷为特征，山

谷相间，彼此平行，河流从山谷穿过，各河流与

山体之间往往分布着诸多一级阶地或台地（当地

俗称“坝”），这些阶地或台地面积均较小，且相
互之间相距较远。秦汉以后的县城多建立在这些
坝上，即使在明清以来，这些县城彼此之间还相

距 100～180千米，故有“县过县，一百八”之
语。而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巴
文化遗存亦主要分布在这些坝子中。特殊的地理
环境造就了该区域的小聚居的特点，这样的地理

条件，也是造成了巴国不能形成统一的集中专制

国家。
（二） 历史文献中的国家形态

检阅史书，我们会发现巴国境内除巴族以外还

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华阳国志·巴志》：“其属有
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35］这

些民族应与巴族形成了共同的国家认同，且一起

构成了巴国。这些民族是否形成了自己的部落，
目前还不太清楚。但是在战国时期，廪君所代表
的巴族和板楯蛮族已形成了主要的两大部族。童
恩正基于《华阳国志》中的不同民族，指出巴国
内的廪君族和板楯蛮族明显存在着不同，前者生

活在长江干流、崇拜白虎，并拥有五大姓（巴、
樊、瞫、相、郑），后者主要生活在嘉陵江及其
支流渠江流域，以射杀白虎为业，并拥有七大姓

（罗、朴、杜、鄂、度、夕、龚）。［36］ 这些所谓
的“五大姓”和“七大姓”应是以血缘关系构成
的氏族，而构筑在氏族之上的所谓“廪君族”和
“板楯族”应是两个大的部落，这两大部落和其
他部族联盟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巴国。当
然这种部落联盟极其松散，因此我们才能在史书

上看到两大部落的相互争斗。《后汉书·南蛮西
南夷列传》：“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
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无
数。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
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
楼射杀白虎。”［37］就是板楯部落平定廪君部落的
直接反映。
战国中晚期，两次灭巴亦反映了巴国存在着

两个大不同的部落。为大家所熟知的是秦灭巴
蜀，事发公元前 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
巴，巴为求救与秦，秦惠文王遣司马错伐蜀，灭

之，并取苴及巴，并执王以归。而其所灭之巴应
为阆中之巴。［38］ 除了秦灭巴外，还有楚灭巴。
《舆地纪胜》 卷一五九引 《益部耆老旧传》：
“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庶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
侯。”［39］《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唐梁载言《十
道四蕃志》：“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
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
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40］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 卷一二○：“五溪，谓酉、辰、
巫、武、沅等五溪，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
子兄弟五人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41］

《蜀中名胜记》卷一八引《郡国志》：“巴城在汉
南江，是楚襄王灭巴，封其子为铜梁侯，故有此

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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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云阳李家坝墓葬形制和随葬陶器

1.壶（M48∶6） 2.釜（M48∶5） 3.豆（M48∶4） 4.瓮（M48∶1） 5.壶（M33∶6） 6.敦（M33∶4） 7.豆（M28∶
6） 8.鼎（M33∶2） 9.甗（M43∶8） 10.罐（M19∶2） 11.釜（M24∶4） 12.圜底罐（M34∶3） 13.壶（M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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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42］《战国策·燕策》：“楚得枳而国亡。”［43］

均表明楚曾灭过巴，其所灭之巴应为江州之巴。［44］

为什么文献中会出现两次灭巴，我们认为这是以

嘉陵江和长江干流所代表的两个不同的大型部

落，其中阆中所代表的嘉陵江流域的部落和江州

所代表的长江干流的部落不同，因此才会在文献

中出现两次不同的灭巴。
（三） 考古材料视角下的国家形态

除历史文献中记载巴国的国家形态以两大部

落联盟为主以外，考古材料也反映了这两大部族，

在长江干流的诸多遗存中，云阳李家坝遗址和涪

陵小田溪最有代表性，而嘉陵江流域的诸多遗存

中，宣汉罗家坝和渠县城坝遗址最有代表性，它

们不仅是这两大部族的典型代表，而且也反映了

不同时期这两大部族的发展与演变。因此以下的
分析以时间为序将这四处墓地进行对比分析。
战国早中期，以长江干流的云阳李家坝墓地

和嘉陵江流域的宣汉罗家坝墓地为代表。首先从

墓葬的排列来看，两者均表现出一致性，墓葬均

排列整齐，叠压打破关系较少，墓主人均头朝河

流。其次从单个墓葬来看，李家坝墓地以长方形
墓葬为主，使用木椁或木棺较为普遍，且殉人现

象较多，而殉人现象被认为与廪君有着直接的关

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死，
精魂化为白虎，故巴人以白虎饮人血，遂以人

祀。”［45］）；而罗家坝墓地以狭长方形较多，使
用葬具的情况少见，殉人现象罕见。最后从随葬
品来看，李家坝墓地随葬的陶器以平底器为主，

主要包括壶、罐、豆、鼎、甗、釜等 （图四），
出土的陶器与楚文化较为接近，应是受楚文化影

响较深。而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器物以圜底器为
主，主要包括罐、釜、圜底罐、豆、釜甑等（图
五），这些器物与传统上认为的巴文化有着直接

的关系。但是从出土的铜器来看，两者直接极为
接近，器物组合均为剑、戈、钺、矛、斤、斧、
釜、鍪等，这也是巴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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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出土铜器对比

1.剑（M9∶2） 2.戈（M25∶1） 3.4.矛（M12∶4，M14∶1） 5.钺（M23∶2） 6.斧（M12∶3） 7.鍪（M20∶1） 8.剑
（M31∶12） 9.戈（M33∶100） 10.11.矛（M64∶8，M61- 2∶2） 12.钺（M65- 1∶7） 13.斧（M31∶14） 14.鍪（M17∶5）

图五 宣汉罗家坝墓葬形制及出土陶器

1.喇叭口罐 （M33∶4） 2.盘口罐 （M33∶3） 3.平底罐 （M33∶147） 4.尖底盏 （M33∶206） 5.釜 （M33∶145）
6.7.8.圜底罐 （M50∶20、6、26） 9.10.豆 （M50∶27、28） 11.鼎 （M30∶10） 12.圜底罐 （M30∶2） 13.釜甑
（M30∶9） 14.15.豆（M30∶21、15） 16.17.高领罐（M32∶2、1） 18.盆（M30∶7） 19.盂（M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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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图六）。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至迟
在战国早期，长江干流地区和嘉陵江流域分别形

成了两个不同的部落，这两个部落的共同因素表

明其有共同的国家认同，而相异的因素表明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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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渠县城坝与涪陵小田溪出土铜器对比

1.钟（01768） 2.钲（01123） 3.錞于盖（01845） 4.罍（01873） 5.缶（01132） 6.钟（M1∶81） 7.钲（M2∶16） 8.
錞于（M2∶20） 9.罍（M1∶25） 10.缶（M1∶78）

略论川东地区的巴国

属不同的部落。
在秦和楚两次灭巴之后的秦至汉初，在嘉陵

江流域和长江干流依旧存在者巴的两个不同部

落，考古学对这两个部落有着更直接的反映。渠
县城坝遗址和涪陵小田溪墓地无疑是这两大部落

的直接反映。城坝遗址 1980年代征集了一批秦
至汉初的铜器，这批器物主要包括錞于、钟、
钲、罍、浴缶、泡等礼乐器和剑、戈、钺、矛等
兵器（图七）。这批器物与涪陵小田溪出土的同
类器物极其相似。如果说涪陵小田溪墓地所代表
的是巴王侯一级的墓葬，那么城坝遗址出土的这

批青铜器亦当为巴王侯一级。另一个很有意思的
现象是，城坝遗址目前尚存一座两汉时期的城

址，2017 年的考古发掘在城址内发现了两枚
“宕渠”瓦当，证实该城即为“宕渠”城，［46］《华
阳国志·巴志》 中在介绍该城时说：“长老言：
宕渠盖为古賨国，今有賨城、卢城。”［47］说明了
宕渠城当为早期的賨城，而賨城就是板楯部落建

立的城址。两个不同的区域均出土高等级的器
物，说明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区域分别存在巴的两

个不同部落。
上述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两方面说明，嘉

陵江和长江干流在战国至汉代分别存在巴的两个

不同中心，这两个不同的中心应代表不同的部

落，两者之间可能因为战争的需要，而通过部落

联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三 结论

通过对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分
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巴的活动中心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水流域
有逐渐向长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移动的趋势，但

汉水流域依旧是其主要的活动区域。

2. 巴的国家形态应是一种部落联盟式的国
家，这不仅因为所处的川东地区的褶皱地带，阶

地面积均较小，无法形成统一的大型部落，而且

因为战争的需要，容易造成不同部落的相互结

合，并最终形成了部落联盟。而巴国作为早期的
国家之一，却最终未能走向集中专制的郡县制国

家。这也为我们了解早期国家的多样性提供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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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材料。
3. 从方法论来看，考古学在解释国家形态、

社会形态等社会发展规律时，劣势明显。特别是
考古类型学在划分民族、族属等方面，具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分析有史料记载以来的文化
遗存时，更应该关注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人类
学、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并将其与考古材料有机
的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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